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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发现四肢再生基因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有
些动物具有超凡的修复能力，火蜥
蜴的后腿可以再生，壁虎在遇到捕
食者时可以断尾求生，并在两个月
内长出新的尾巴。真涡虫、水母和
海葵的自我修复能力更强，它们的
身体在被切成两段后能够完全再
生。科学家发现，在蠕虫体内，一段
非编码DNA（也称“垃圾”DNA）控
制 着 一 种 名 为 早 期 生 长 反 应
（EGR）的“主控基因”的激活，这种
基因就像一个电源开关，能够开启
或关闭再生过程。上世纪90年代，
意大利科学家发现，“灯塔水母”可
以不断重复从婴儿形态到成熟形态
的过程。 （据《参考消息》）

老人与孩子玩耍可缓解抑郁

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英国
研究显示，有小孩每日来访并一起
活动有助于缓解老人抑郁情绪，令
老人们感觉更幸福。研究人员观察
为期5个月活动对养老院里40名
老人的影响，并计入老人家属及看
护人员觉察到的变化后发现，与幼
儿相处对老人益处颇多，包括缓解
他们的孤独感和抑郁症状、锻炼他
们的大脑、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据《文摘报》）

动物也会伤心

英国媒体报道，一只虎鲸幼崽
在温哥华岛外海死亡，而它的母亲
塔勒托着它的尸体同游了整整17
天——照片成了全世界的新闻。
最戏剧化的是，1972年一只名

叫弗林特的年轻雄性黑猩猩，在母亲
弗洛去世后非常沮丧，甚至停止进食
和社交，最终在它母亲去世1个月后
也随之而去。威廉与玛丽学院的荣
休教授、《动物如何悲伤》的作者芭芭
拉·金博士指出：并不是只有我们人
类才拥有爱或者悲伤——这些情绪
也普遍存在于其它动物之中。在研
究过程中，金博士创立了一套标准：
如果一只与刚去世的同伴关系密切
的幸存动物变得孤僻，不能按常规方
式进食、睡觉和行动，那么我们可以
将其视为动物对死亡产生情感反应
的证据。长期研究灵长类动物的金
博士表示，这种反应在动物中是常见
的。 （据《北京日报》）

很多人都以为父亲节是个舶来的节
日，其实不然，早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
中国就曾有过属于国人自己的父亲节。
1945年8月，笼罩在中国上空8年之

久的战争乌云逐渐弥散，胜利的曙光已然
初露。在上海，包括京剧大师梅兰芳在内
的一些文人突然间想到，这8年间，为了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无数的英
雄们抛头颅、洒热血，甚至献出了生命，这
其中就有很多父亲。为激发民众对“抗战
必胜”的信念，也为了纪念那些为民族大
义捐躯的父亲们，这些爱国文人提出设立
“父亲节”。他们还建议将日子定在8月8
日，认为“八八”的谐音是“爸爸”，两个
“八”字上下重叠在一起，变形后就是个
“父”字，简单响亮又好记。倡议一提出，
各界人士反响强烈，纷纷响应。
当时，社会舆论对父亲节活动极为重

视，很多名人也纷纷撰文表达对父亲的追
思。在8月6日上海的《申报》上，刊有一则
名为《八八父亲节缘起》的消息，文章深刻阐
述了发起父亲节的目的和意义：“美国的茄
维丝女士在悼念战争死难者时发起了创立
母亲节的倡议，以纪念和赞扬那些战争英雄
们的母亲；而今，无数爱国将士战死沙场，他
们中很多人都是孩子的父亲，为了记住这些
英勇的父亲，故在此发起‘八八父亲节’活动。”
次日，该报又在一版再次刊发了消息

《明日“父亲节”，尽孝道莫忘助学》，再次强调
发起父亲节活动的初衷，并倡议为人子女者
应在8月8日这天，胸佩白花，纪念那些为守
护子女和国家存亡而逝去的父亲们。
在发起“父亲节”倡议一周后的8月

15日中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
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消
息传来，中国民众无不欢欣鼓舞。上海市
各界名流更联名呈请国民政府将每年8
月8日定为父亲节，并通令全国遵行。在
这份联名呈请中，不仅可见吴稚晖、李石
曾等国民党元老的身影，连有名的“黑帮
大亨”杜月笙也都参与其中。面对高涨的
爱国热忱，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召开专题会
议商论后，最终通过了民众的提议。于
是，8月8日便成了民国后期法定的父亲
节。 （据《羊城晚报》）

民国曾定
8月8日为父亲节

百年后云层可能消失

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研究者发
现，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可
能会导致层积云消失，使全球气温
在现在的基础上再上升8℃。
层积云通常在6600英尺（约合

2012 米）以下的低空中，云块较
大。与其他云不同，层积云不是通
过来自地球表面的热水汽维持，而
是通过云层顶部水汽冷却来维持，
这使得它们更易受大气中温室物质
不断增加的影响。随着二氧化碳浓
度上升、海面温度升高，云的动力学
发生了变化。由于上层大气变暖，
云顶空气更湿润，层积云从上至下
冷却效率就会降低。这种冷却非常
必要，它会让冷、湿空气团下沉，给
地表的热、湿空气腾出位子，使其可
以上升并形成新的云。当冷却效果
变差时，层积云会越来越薄。
研究人员模拟出云层运动，结

果表明，当二氧化碳浓度超过
1200ppm（浓度单位，表示百万分
之几）时，云层就会消失，只有当二
氧化碳含量大大降低时，云层才会
重新出现。目前，大气中的二氧化
碳含量约为410ppm，但它现在正
快速上升，如果排放量继续以目前
的速度增长，二氧化碳含量将在100
至 150年内达到1200ppm的临界
值。研究人员表示：“我们应该通过
技术变革减缓碳排放，二氧化碳的
浓度才不会那么高。”（据《文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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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我们都是奋进者〖接力奋斗〗

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给我们留下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
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弘扬伟大长征
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探源〗

〖百科〗

长征大桥、渡江大道、长征广场、
红军大道⋯⋯走在江西于都街头，这
样的地名特别多。醒目的路标，也是
历史的坐标。目之所及，既让人看清
了脚下的路，也启发人们去追寻那条
峥嵘的路、光辉的路、伟大的路。
85年前，红军战士脚穿草鞋，夜渡

于都河，开启了气壮山河的长征史

诗。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在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程
来到于都，号召全党继往开来，重整行
装再出发。踏寻足迹，回望初心，数百
名媒体记者重访中央红军长征集结
地，倾听历史回响，追寻红色记忆。
在“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

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启动仪式

现场，一位老报人令年轻同行们动容。
他叫罗开富，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沿
红军长征原路徒步采访，用双脚丈量距
离，用纸笔还原长征全貌。这位前辈讲
述的一个细节让人印象格外深刻，“第
一天走下来，脚上就磨出血泡，到了第
三天，袜子和血泡粘连在一起脱不下
来。”忆往昔，无数红军战士正是以血肉
之躯，完成了这一次理想信念、检验真
理、唤醒民众、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几天走下来，所见所闻让我们对

长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长征很
远，因为两万五千里的每一步都需要
用双脚丈量；长征离我们又很近，因为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路。在万里

长征的砥砺前行中，蕴藏着中华民族
精神大厦巍然耸立的根基，承载着中
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初心和使命。
长征是伟大的，也是具体的。对

99岁的烈士遗孀段桂秀老人来说，长
征是一场等待，用尽一生盼着丈夫兑
现“我们一定会胜利回来”的诺言；对
96岁的红军后代李观福老人而言，长
征是一次告别，那时才七八岁的他还
来不及与父亲多说几句话；对段德彰
将军的侄孙段绍发来说，长征是一种
感召，他有义务有动力让更多人晓得
那些“发生过的事情”。重温长征史
诗，讲好长征故事，长征就将记忆永
存，长征精神就将薪火不灭。

长征是艰苦的，也是顽强的。绝
处逢生，凭的是什么？革命胜利，靠的
是什么？继续前进，需要什么？可以
说，长征是信仰的胜利，也是精神的奇
迹。正是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让红
军渡过了湘江、乌江、大渡河，攻克了
娄山关、腊子口，越过了雪山草地⋯⋯
理想信念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
灭。只要保持坚定理想信念和坚强革
命意志，就能把一个个坎都迈过去，把
艰难险阻通通抛在身后。
长征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一位

村干部说，“当年红军走过的小道，现在
已经是我们脱贫致富的大路了”。站在
民族复兴的时间坐标上，回望过去，长征

精神永放光芒；眺望远方，新时代的长征
路上奋进正当时。只有不忘昨天的苦难
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才能不负明
天的伟大梦想。继续沿着革命先辈开辟
的道路走下去，坚定不移、一以贯之，我
们就一定能取得新长征的胜利。
就在段桂秀老人家中的一面墙

上，挂着丈夫王金长的烈士证，正下方
贴满了两个曾孙女在学校的优秀奖
状。仿佛时空的交汇，几代人都走在
自己的长征路上，前后守望、互相砥
砺。这是长征精神的传承，也是红色
基因的延续。追寻革命先辈开辟的
路，走好自己脚下的路，我们都在长
征，我们都是奋进者。（据《人民日报》）

1960年2月19日，在上海市郊
南汇县老港镇一片空旷的沙滩上，竖
立着一枚4米多高的火箭，这就是我
国第一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探
空七号模型（T—7M）。随着一声令
下，火箭拖着一道长长的白烟离开发
射架，缓缓升上天空，发射取得了成
功。
是否具有发射火箭的能力，是

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
志。我国在1956年制订的12年科
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就将火箭
技术列为重点发展的项目之一。在
研制火箭的道路上，中央对上海寄
予了厚望。1958年11月，按照中央
的安排，位于北京的第一设计院搬
迁到上海，改名为机电设计院。上
海也全力配合，从有关院校和工厂
中抽调一批骨干力量充实到设计院
中，其中就有后来荣获“两弹一星功
勋奖章”的王希季。新成立的机电
设计院把研制小型探空火箭作为首
要任务。之所以选择探空火箭，是
因为与我们常说的火箭相比，探空
火箭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发射方
便，还可以为以后研制大型运载火
箭积累经验。
当时，研制火箭的条件极为简

陋，没有吊车，就用绳子绞上去；没
有专用的加压力源，就用自行车打
气筒来代替；没有自动遥测定向天
线，就靠研究人员自己用手转动天
线来跟踪火箭；没有通讯设备，就靠
发射指挥员大声呼叫或是做手势来
下达操作命令。发电机是从附近的
一个解放军军营里借来的，工棚是
由几张芦席草草搭成的，指挥所是
一个一个草包堆起来的。就是在这
样的条件下，上海的科研人员成功
完成了 T—7M 火箭的研制工作。
探空火箭的研制也得到中央领导的
关注和支持。就在火箭试制成功后
不久，1960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上
海新技术展览会上参观了我国自力
更生研制的T-7M火箭，称赞这是
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当讲解员提到
这枚探空火箭可以飞行8公里时，他

高兴地说：“应该 8公里、20公里、
200公里地搞上去。”7个月后，同样
由上海机电设计院研制的我国第一
枚实用型液体气象火箭——探空七
号（T-7）在安徽广德发射成功。
此后，上海还先后研制了以风暴

一号、长征三号、长征四号等为代表的
4种探空火箭和4种大型运载火箭，成
为我国航天科技工业的重要基地。
在成功研制探空七号之后，

1969年，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国
务院又向上海下达了一项重要任
务：上海要研制大型运载火箭。对
于这项任务，上海格外重视，将它命
名为七○一工程，就是1970年上海
的第一号工程。在中央各部委的支
持下，上海以机电二局为主导，全市
300多家单位围绕这项任务全速运
转起来。与之前的探空七号相比，
风暴一号是一枚长达30多米、直径
3米多的二级运载火箭，无论从设
计、工艺、材料等各方面都上了一个
台阶，研制难度相当大，许多情况都
是前所未有的。上海的科研人员不

畏艰难，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
关，从总体方案提出到两级火箭地
面试车，只用了十几个月的时间，
1972年8月试射型火箭首次发射基
本成功。
1975年7月26日，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由上海研制的风暴一号喷
吐着熊熊烈焰，犹如一条火龙直冲天
空，成功地把我国第一颗重量超过1
吨的重型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上海
的科研人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
成了周总理直接交办的任务。6年
后，又是风暴一号成功地将“实践二
号”“实践二号甲”和“实践二号乙”3
颗卫星送入各自的预定轨道，使中国
成为世界上第3个掌握“一箭三星”
技术的国家。这一成就引起世界的
震惊，一家外国新闻机构这样评论
道：“这是一项重大成就，是空间计划
的一项技术发展，是中国太空科技又
一大突破。”
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

为满足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需要，
我国开始研制长征系列三级运载火

箭。到目前为止，我国的长征火箭
家族已拥有长征一号、长征二号、长
征三号、长征四号共4个种类9种型
号，其中长征三号、长征四号和长征
二号丁就是由上海航天局研制的。
1988年和1990年，长征四号A型火
箭先后两次发射，成功完成了风云
一号气象卫星的发射任务，使中国
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有能力自行
发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的国家，再
次证明了中国的航天实力。1990年
4月7日，我国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
首次发射外国卫星——亚洲一号获
得成功，谱写了中国航天史上又一
项新纪录，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的
国际商用化开辟了崭新道路。《华盛
顿邮报》《纽约时报》等纷纷发表文
章，认为“中国首次成功发射一颗外
国卫星，这标志着这个国家已进入
了国际航天市场”，“大大地提高了
中国在国际上的科学地位”。
可以说，这一项项记录就是上

海航天基地不断探索、不断发展的
生动见证。 （据《文汇报》）

1960年我国首枚探空火箭在上海试射升空

筷子曾经令初来中国的西洋人大
为惊叹，万历年间的传教士利玛窦对
明末频繁举行的宴会上繁琐而慎重的
礼仪、精致而铺张的饮食及其器具备
感新奇，尤其使其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人吃东西竟然不用刀叉。

作为中国人的饭局里必不可少的
食具，筷子也是中国饮食最显著的特
色之一。现代社会进食的工具，欧美
地区是刀、叉、匙；中东与非洲等地则
是用手抓食，不用工具；用筷子的区域
则主要分布在东亚。中国人当然是筷
子的创制者，然而当今的筷子传统却
并不是自古以来的⋯⋯
“筷子”早先称为“箸”。这是一个形
声字，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说，“箸，从
竹者声。”说明“箸”最初就是用竹木制
成的，因而形成“箸”字时，就缘其最初所
用质材，故从“竹”，以象征其本质。《说文
解字》上对于“箸”的解释只有一个，即
“饭欹也”，说明是一种取食用具。
史籍上关于“箸”的记载出现的很

早。战国中期的秦惠文王时《诅楚文》
刻石已有“箸”字，在出土的战国时代
竹简上也有“箸”字，显示出箸在先秦
时的存在。战国末期的《韩非子·喻
志》说：“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西
汉《淮南子·说山》也有相同记载。在
先秦诸子及其稍后的著作中，对“纣为
象箸”即多有记载，可见这种认识，在
当时是很普遍、也很一致的，说明其事
应有所据。稍后的司马迁在《史记》也
有“纣为象箸，而箕子唏”的说法，而且
也进一步说是纣王发明了象牙筷子
（“纣始为象箸”）。换句话说，早在商
代末代君主纣王用象牙做筷子之前，

已经有了其他材质的筷子。中国人开
始使用“箸”的时间自然更早。
传说“箸”是大禹发明的。当时洪

水泛滥，威胁人民居住与生命的安全，
治理水患，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代
可以说是一件大事。大禹治水非常认
真，忙得“三过家门而不入”，改堵为
疏，平治了水患。就在大禹治水进程
中，一次，为要赶路，锅里煮的食物已
经做好，但一时凉不下来，无法用手取
出拿过来吃，情急之下，折断两根树枝
夹取，终于及时食用，没有耽误预定行
程。由此，这种方法为他人所效仿，久
而久之，使用方法也逐渐熟练，箸就这
样被广泛地应用开了。
大禹的传说不一定就是事实，不过考

古发现却可以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箸已
经被发明了。上世纪90年代，在苏北高
邮（属扬州市）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
发现有骨箸，时间为距今6600-5500
年。出土骨箸是墓葬，有42件之多。
到了安阳殷墟里，箸的实物发现已

经很普遍了。20世纪30年代在河南安
阳殷墟西北岗祭祀坑出土6件青铜箸
头。另在商代晚期的一座墓葬中，也发
现了青铜箸，现存亦仅为箸体的一部
分，较短，是箸上部的铜结构部分，完整
的箸还应有套接榫卯的竹或木杆。
竹或木易于朽烂，不利保持，但迟

至汉代终于发现了竹筷的实物。在著
名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一号墓）
里，在漆案内盛放的漆盘上出土1双
竹箸，长17厘米。汉代画像石和画像
砖上也有刻画箸的。出现在山东嘉祥
武梁祠《孝子图》的《邢渠哺父图》，就
是描写其跪身执双箸哺父场面，用箸
夹着食物送到其父的口中。直到明

代，总结上千年的实践经验，方形的箸
出现了，上方下圆，最方便放置与进
餐，从此定型，至今不改。
诚然，“箸”的诞生确实方便了人

们的饮食生活，但箸并不是一出现就
是用来吃“饭”的。那么，先秦人们是怎
么吃饭的呢？这在儒家经典《礼记》里
有记载，所谓“饭黍毋以箸”“共饭不泽
手”。说明当时的中原人跟现在的印
度人差不多，用手抓饭吃。由于吃饭
用手，所以和别人共食器吃饭的时候
就要特别注意手的洁净，不得揉搓手，
“恐为人秽也”。此外《礼记》里还教导
大家用手抓饭时手指要并拢以防米粒
掉下，吃肉干时不能用牙撕咬等。以
现在的眼光看，虽吃相有些不雅，倒也
颇为有趣。
那么先秦时代的箸是派什么用场

的呢？《礼记》里倒是也有解释。“羹之
有菜者用梜，其无菜者不用梜”。“梜”，
犹箸也。也就是说，当时的筷子是用
来夹取汤中之“菜”的，而且要与勺子
（匕、匙）分工。因为在羹汤里用箸捞
菜方便，用餐匙则不好用，因为匙面较
平，不容易夹起菜叶。当时的“箸”被
限定在用于食羹之上，而不能用于吃
饭，更未见用于其他方面的记载。
到了汉代还是如此，吃饭的时候

匕箸并用，匕以食饭，箸以夹菜。唐宋
时期，在进食时，勺和箸的使用范围仍
旧是泾渭分明。在甘肃敦煌四七三号
窟唐代《宴饮图》壁画中，绘有男女9
人围坐在一张长桌前准备进食，每人
面前都摆放着勺和箸，可见勺与箸是
宴饮时不可或缺的两种进食器具。因
此，在宋代以后，箸逐渐取代了匕、勺，
独占了中国人的餐桌。

直到这个时候，“箸”还是只能称为
“箸”。尽管直到今天，在汉语方言里，
“筷子”还没有完全替代“箸”。从地图上
看，现在只有东南沿海（台州、温州、福
州、潮州）一带还保存了“箸”的说法。譬
如属于闽南话的潮州话用“箸”，稍北的
同属广东省的梅州客家话里已经是“筷”
“箸”并用，再往北到江西省境内的赣语
区（南昌），就只有筷子一种说法了。这
就暗示，从“箸”到“筷子”的转变，一定是
先发生在靠北的地方。
哪里先把“箸”叫成“筷子”的？答案

是明代的“吴中”，也就是苏州府、松江
府、常州府一带（今苏南及上海）。筷子
的说法，其实出于避讳。讲究避讳一直
是吴地民间文化的一个特色，直到今天，
上海话仍然把“鹅”说成是“白乌龟”，以
避“杀鹅（我）”之讳。江南水乡的船家忌
讳“住”，因而忌讳与之谐音的“箸”。
不过，就像陆容说的那样，明代

“快”的说法仍旧只是“俚俗可笑”的民
间用法，未能动摇“箸”的正统地位。
明末清初的苏州才子冯梦龙（《三言》
与《东周列国志》的作者）曾经编纂了
以明代苏州方言为代表的吴语民歌集
《山歌》，里面的《咏物四句·箸》就写有
“姐儿生来身小骨头轻，吃郎君捻住像
个快儿能。”这里题目和正文采用了具
有“雅”与“俗”之别的“箸”和“快儿”。
到了清代，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

“快”的说法向各地扩散并进入通语。
赵翼在《陔馀丛考·呼箸为快》里就说
“俗呼著为快子”，已经不提具体是哪里
的“俗”了。嗣后，人们出于造字的习惯
定势，根据汉字以形表义的功能，很自
然地为这个来自于吴方言的名词增加
义符而成为“筷子”。（据《北京日报》）

筷子是如何统治中国人餐桌的？ 中国标点符号的完善与广泛使用，不
过100年的历史，而且是“土洋结合”的产
物。老祖宗最早的书面语言是没有标点符
号的，不但阅读困难，而且不易理解意思。
虽然唐代已有了句读，但一直停留在

初级阶段，远不能用来表示停顿、语气以
及词语的性质和作用，这种状况一直延续
到20世纪初。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欧美的标

点符号也到了中国，第一个介绍国外标点
符号者，是清廷外语学堂“同文馆”学生张
德彝，他在名为《再述奇》的游记里写道：
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
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
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又
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
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另加注
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
处，则加一横“——”。张德彝介绍的西方
“句读勾勒”，引起了学人的注意与兴趣，
感觉用来表示停顿、语气以及词语的性质
和作用大有益处。
1897年，有个叫王炳章的广东东莞

学人，取中国原有的“圈”和“点”，及西文
中的“句读勾勒”，草拟了 10 种标点符
号。由于合乎实用而有人接受，胡适、陈
独秀、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著名教授、
作家均表欢迎并应用。
“五四”以后提倡白话文，标点符号被
应用于书报杂志，只是因为没有“法定”，
用法不尽统一。鉴于当时对标点符号的
应用有拥护、有反对，使用中又各取所需，
显得混乱，胡适、钱玄同等 6位教授在
1919年4月间，向“国语统一筹备会”提交
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
北京政府教育部予以批准，于1920年2

月2日颁行了《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
规定了12种标点符号及其用法。中国第一
套法定的标点符号由此诞生，其用法合情合
理，为大众所认可接受。 （据《解放日报》）

标点符号的由来

〖知道〗

1960年5月28日，毛泽东参观“T-7M”火箭。 “T-7M”火箭发射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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